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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项目绩效评估的技术方法体系

杨　 武∗，陆巧玲，周　 婷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摘要：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以各种形式的生态补偿政策和工程项目为代表的生态保护项目在全球广泛实施。 １９９８ 年长江大

洪水之后，我国也陆续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退田还湖还

湿工程、生态转移支付等一系列生态保护项目。 近年来，政府、研究人员和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这些项目产生的生态、经济和社

会效益。 不过，我国生态保护项目绩效评估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体现在定量化不足、研究设计不严密、基准线选取不规范、评
估方法过于简易、因果推理证据不足、评估结果可信度较差。 不管是从学术研究、国家战略，还是实际生态管理的角度，都迫切

需要推动和完善我国生态保护项目的绩效评估。 结合过去十多年的理论和案例研究经验，对绩效评估的研究设计、基准线选

取、评估方法、以及评估分析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系统地归纳与梳理，以期为进一步开展生态保护项目绩效评估提供技

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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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以各种形式的生态补偿政策和工程为代表的生态保护项目在全球广泛实施。 随

着大量保护资金的投入，这些项目产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备受重视，对生态保护项目开展实地评估的呼

吁也越来越强烈［１］。 ２１ 世纪初期，研究者开始对全球各地的生态保护项目进行绩效评估。 Ｓｉｅｒｒａ 和

Ｒｕｓｓｍａｎ［２］对哥斯达黎加森林生态补偿项目的短期生态效果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短期效果不明显，可能存

在时滞效应。 Ｆｅｒｒａｒｏ 和 Ｈａｎａｕｅｒ［３］基于 １９７３—２０００ 年长期地理和社会经济数据，采用准实验设计的评估间

接佐证了时滞效应的推测，显示哥斯达黎加的保护地网络显著减少了森林退化和促进了森林恢复，并通过促

进旅游起到了扶贫的作用。 Ｂｌａｃｋｍａｎ 等［４］对墨西哥保护地的评估显示保护地对减少森林退化的效应呈现显

著的空间差异性。 不过，Ｗｅｎｄｌａｎｄ 等［５］通过准实验设计的评估显示俄罗斯的保护地在 １９８５—２０１０ 年间对减

少森林干扰没有显著作用。 Ｆｅｒｒａｒｏ 等［６］比较波利维利亚、哥斯达黎加、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研究显示监管更

严格的保护地并没有起到更好的保护效果。 鉴于已有研究中实验设计和评估方法严密性水平差异较大，导致

评估结果缺少可靠性和可比性，Ｂａｙｌｉｓ 等［７］撰文呼吁大力推进生态保护项目的绩效评估，并采用严密的实验

设计或准实验设计，严谨地进行因果推理。

图 １　 政策绩效评估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自 １９９８ 年长江大洪水以来，我国陆续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退田还湖还湿工程、生态转移支付等一系列生态保护项目［８］。 国内外学者对我国生

态保护项目的成效也非常关注，并开展了一些案例研究。 譬如，Ｚｈｅｎｇ 等［９］ 量化了北京河北跨流域“稻改旱”
项目的成本和收益，显示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果和经济效益。 Ｌｉ 等［１０］ 的评估显示退耕还林显著增加了

陕西省周至县农户的家庭收入并降低了贫富差距。 但是，Ｙａｎｇ 等［１１］ 在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研究显示其他生

态、社会和经济一样的情况下，每退耕还林和退耕还竹一亩地，农户分别损失 ６３４ 元和 １９４ 元。 Ｏｕｙａｎｇ 等［１２］

在全国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结果显示，我国一系列的生态保护项目（包括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

林还草工程等）总体上增强了重要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
然而，笔者 ２０１８ 年［８］对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和中国知网检索的 ７２９９ 篇生态补偿文献的系统梳理显示，定量的

评估案例仅有 １０５ 篇，而其中只有 ２７ 篇研究符合绩效评估研究设计和统计分析的基本要求。 总体上，国内生

态保护项目绩效评估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体现在定量化不足、研究设计不严密、基准线选取不规范、评估方

法过于简易、因果推理证据不足以及评估结果可信度较差。 与此同时，２０１６ 年《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的意见》中明确指出 “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重要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基本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保护补偿

制度体系” ［１３］。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提出“将政策和项目全面

纳入绩效管理，从数量、质量、时效、成本、效益等方面，综合衡量政策和项目预算资金使用效果”、 “对重大项

目的责任人实行绩效终身责任追究制，切实做到花钱必

问效、无效必问责”。 因此，迫切需要识别出政策真正

的作用，保证评估的合理性与公平性，才能真正用于政

策绩效管理。
综上所述，不管是从学术研究、国家战略，还是实际

生态管理的角度，都亟待从技术上推动和完善我国生态

保护项目的绩效评估，提高评估结果可靠性。 因此，本
文结合过去十多年的理论和案例研究经验，对绩效评估

的技术流程进行了系统地归纳与梳理，以期为进一步开

展生态保护项目绩效评估提供技术参考。 总体上，系统

而严密的政策绩效评估技术流程一般可以分为五大部

分（图 １）：（１）问题的确立；（２）研究设计；（３）基准线的

选取；（４）模型构建、验证、校正和因果推理分析；（５）模
型结果评估和应用。 其中，问题的确立包括确定评估的

０８７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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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评估的目的（如生态效果、经济效率、社会公平）、评估的范围（如某县的退耕还林区域）、评估的尺度（如
像元、农户）和评估的周期（如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问题确立后，需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研究设计、选取政

策绩效评估的基准线（即不实施政策的对照组），然后筛选评估指标进行模型的构建、验证、校正和因果推理

分析，最后对模型结果进行评估和应用（如果需要，返回上一步继续对模型进行调试）。 本文将对研究设计、
基准线选取和评估方法展开介绍，并讨论评估分析中常见的问题及解决方式。

１　 研究设计

生态保护项目绩效评估的研究设计可以分为 ３ 种：非实验设计，实验设计和准实验设计，参见示意图 ２。
非实验设计通常就是将政策实施前后的效果差异作为政策的效应。 实验设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随机控制试

验，除了有实验组之外，还需要设计完全随机空白对照组。 政策绩效研究中几乎很难达到实验设计的要求，因
此退而其次是选择准实验设计。 准实验设计又称半实验设计或类实验设计，是借鉴实验设计的思路，通过统

计学的方法找到尽可能近似的匹配对照组，然后比较实验组和匹配对照组的差异作为政策效应。 事实上，正
是因为实际的政策绩效评估中几乎无法找到完全随机空白对照，所以需要更复杂更严密的统计方法来分析政

策效果。

图 ２　 研究设计类型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ｙｐｅｓ

２　 基准线的选取

在非实验设计的情况下，研究的政策应该是影响生态效果的主导性驱动力；否则，非实验设计的偏差就会

很大，评估结果可信度会大幅降低。 通常，研究者会选择政策刚刚实施前的状态作为评估的基准线（图 ３）。
这种基准线是一种静态的基准线，潜在的假设条件是如果不实施政策，研究样本在评估终期的状态与评估起

始点的状态是一样的。 显然，这一假设条件在很多时候也是不成立的；所以，在实际的评估中，研究者会对这

一静态的基准线进行修正，采用动态的基准线，包括下降基准线和上升基准线。 譬如，可以根据历史趋势线进

行外推［１４］，把外推得到的研究样本在评估终期的状态作为基准线（图 ３）。 如果研究区域的历史趋势线难以

获得，实际操作时可以采用邻近相似区域的历史趋势线代替［１５］。 举例来说，如果 Ａ 县的历史森林变化趋势线

难以获得，可以采用社会经济情况类似的邻近 Ｂ 县（或者 Ａ 县所隶属的地级市 Ｃ 市）的历史森林变化趋势线

代替。
在实验设计的情况下，政策评估的基准线就是随机选取的未实施政策的样本（即空白对照组）在评估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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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类型基准线及其政策效果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期的状态。 这种基准线选取的潜在假设条件是认为实

验设计已经控制了所有影响政策效应的变量。 显然，在
实际案例中这个假设条件是很难满足的，实际的研究最

多只能够控制研究者能够收集到数据的主要变量。
在准实验设计的情况下，政策评估的基准线是通过

统计分析选取的政策实施前初始状态最接近实验组的

样本（即匹配的空白对照组）在评估终期的状态。 这种

基准线的选取采用的是一种数值逼近思维，认为既然找

不到完全随机控制的空白对照组，那么就列出一组可能

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主要指标，通过统计分析找到与实

验组初始状态最相似的样本作为对照组。

３　 评估方法

考虑到现有的文献、教材和专著中缺乏对生态保护项目绩效评估方法的系统梳理与归纳，本节系统介绍

了绩效评估中常用的分析方法，并总结了各方法的使用情况和相关参考案例，旨在拓宽研究者的分析思路，在
方法选择和使用上拥有更多的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
３．１　 简单差值法

简单差值法是指绩效评估时用后一个时间点的数值减去前一个时间点的数值的方法。 在生态保护项目

绩效评估中，当政策是最大的主导性驱动力时，运用简单差值法可以简易明了地近似获得评估时间段内政策

的作用效应，如公式（１）所示：
Δｙ ＝ ｙｔ１ － ｙｔ０ （１）

式中， Δｙ 是政策的作用效应， ｙｔ１ 和 ｙｔ０ 分别表示评估终点和起点时政策效果指标的状态值。
事实上，无论政策实施与否，我们所关心的效果指标在一定时间段内很难是静态的状态，因此若能获得政

策实施前的历史趋势进而获得动态基准线，将会大大提高评估的准确度，相关案例如笔者对四川卧龙天然林

保护工程恢复效果的研究［１１］

３．２　 多元线性回归法

多元线性回归是指研究某一个因变量（或响应变量）与其余多个自变量的相互依赖关系的线性回归方

法［１６］。 多元线性回归是政策绩效评估中常用的分析方法，包括：一般多元线性回归［１７⁃２１］、双重差分法［２２⁃２４］ 和

空间自相关回归［２５⁃２７］等。 进行政策绩效评估时，只需要在自变量中加入一个政策的哑变量；譬如，政策实施

和不实施的分析单元的值分别设定为 １ 和 ０。 一般多元线性回归的公式为：
ｙ ＝ Ｘβ ＋ ｂ ＋ ε （２）

式中，ｙ 为因变量矢量； Ｘ 为自变量矢量； β 为回归系数矢量；ｂ 为截距； ε 为误差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双重差分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ＤＩＤ）作为估计处理效应的工具方法，常被用来评估政策实

施的跨期效果。 双重差分模型的一般公式为：
ｙｉｔ ＝ α ＋ β Ｇ ｉ × Ｄｔ( ) ＋ γ Ｇ ｉ ＋ δ Ｄｔ ＋ εｉｔ （３）

式中， Ｇ ｉ 为分组虚拟变量（实验组＝ １，对照组＝ ０）； Ｄｔ 为分期虚拟变量（政策实施后＝ １，政策实施前＝ ０）；交
互项 Ｇ ｉ × Ｄｔ 表示处理组在政策实施后的效应，其系数即为双重差分模型的处理效应。

根据 Ｔｏｂｌｅｒ 的地理学第一定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距离越近的事物之间的相关性越大。
地理学中这种潜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空间相关性。 举例来说，越靠近森林边界的荒地越有可能

恢复为森林，交通越便利的森林越容易被盗伐［２８］。 当回归模型中存在空间相关性时，残差就与自变量或因变

量存在相关性，因而违背一般多元线性回归的假设。 所以，在对有明显空间分布特征的事物进行多元线性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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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分析时，需要检验其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 当空间相关性检验显著时，一般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就不适用了，
需要构建空间自相关模型。 空间自相关模型的一般性混合模型公式：

ｙ＝ ρＷｙ＋Ｘβ＋μ （４）
μ＝λＷμ＋ε （５）

式中，ｙ 是 ｎ×１ 的依变量矢量；ｎ 是研究单元数量；ρ 是 ｙ 的空间滞后变量的系数；Ｗ 是 ｎ× ｎ 的空间权重矩阵；
Ｘ 是 ｎ× ｋ 的自变量和截距的矩阵；ｋ 等于自变量数量加 １（１ 指截距的维度）；β 是 ｋ×１ 的系数矢量；μ 是 ｎ×１
的误差项矢量；λ 是空间误差项的相关性系数；ε 是 ｎ×１ 的误差项矢量。
３．３　 工具变量分析法和中介分析法

工具变量分析法和中介分析法本质上都属于分步回归，模型中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工具变量或中介变量。
在统计分析中，某一个外生变量与模型中内生自变量高度相关，但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那么我们可以用此变

量与相应的回归系数替代与之高度相关的内生自变量，这个变量就称为工具变量，这种方法称之为工具变量

分析法［２９］。 以两个工具变量为例的一般回归方程如下：
ｘ ＝ γ０ ＋ Ｚ１γ１ ＋ Ｚ２γ２ ＋ ｖ （６）

ｙ ＝ β０ ＋ β１ ｘ^ ＋ ｕ （７）

式中， ｘ 是内生自变量； ｘ^是通过工具变量拟合的 ｘ 的值； ｙ 是因变量； Ｚ１ 、Ｚ２ 为相互独立的工具变量； γ１ 、γ２、
β１ 为回归系数； ｖ 为误差项； γ０、β０ 为截距项。

工具变量的识别是该方法的一个难点，相关研究利用地理隔离找到有效的工具变量［３０⁃３１］，如 Ｋａｔｈｒｙｎ
Ｇｒａｄｄｙ 在研究纽约鱼市需求曲线时，以富尔顿渔场的天气为工具变量（影响鱼市供给量，且与远在纽约的需

求量无关），解决了鱼的价格的内生性问题［３０］。
中介分析法是指通过构建中介变量（也称中间变量）来识别或者解释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内在关系和作用

机理的方法。 当政策通过某一个或多个因素间接作用于结果时可用此法更大限度地识别政策作用效应。 中

介分析法需要引入中介变量，在考虑自变量 Ｘ 对因变量 Ｙ 的影响时，如果 Ｘ 通过影响变量 Ｍ 来影响 Ｙ，那么

Ｍ 为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和自变量 Ｘ 与因变量 Ｙ 之前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Ｙ ＝ Ｘｃ ＋ ｅ１ （８）
Ｍ ＝ Ｘａ ＋ ｅ２ （９）

Ｙ ＝ Ｘ ｃ′ ＋ Ｍｂ ＋ ｅ３ （１０）
在公式（８），（９），（１０）中，中介效应等于系数 ａｂ 的乘积，它与总效应和间接效应有如下关系：

ｃ ＝ ｃ′ ＋ ａｂ （１１）
式中， Ｙ 为因变量； Ｘ 为自变量； Ｍ 为中介变量； ｃ 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总效应； ａ 为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效

应； ｂ 为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 ｃ′ 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 ｅ１、ｅ２、ｅ３ 为 误差项。
３．４　 匹配法

匹配法的基本思路是找到与实验组个体在可测变量取值方面尽可能相似的控制组个体，以作为实验的空

白对照；进而计算平均处理效应（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ＴＥ）或参与者处理效应（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ＴＥ）。 因此，该方法的重点与难点在于找到匹配的对照组。 常用的方法有最近邻匹配法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ＮＮＭ）与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ＰＳＭ）。 最近邻匹配法可采

用马氏距离（Ｍａｈａｌａｎｏｂｉ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来衡量实验组与对照组个体间的距离，即相似度，并根据距离最近原则进

行匹配：

ｄ ｉ，ｊ( ) ＝ （ｘｉ － ｘ ｊ） ′∑ －１

Ｘ

︿
（ｘｉ － ｘ ｊ） （１２）

式中， ｄ ｉ，ｊ( ) 为实验组与对照组间距离， ｘｉ 为实验组变量， ｘ ｊ 为对照组变量，∑ －１

Ｘ

︿
为 ｘ 样本协方差矩阵的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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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相当于权重矩阵。
倾向得分匹配法一般先用 ｌｏｇｉｔ 回归得到倾向得分，再根据得分采用一定的法则进行匹配。 常用的匹配

法则有：ｋ 近邻匹配［３２］（ｋ＝ １， ２， …， ｎ）、卡尺匹配［３３⁃３４］、核匹配［３５⁃３７］等。
得到匹配样本后计算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Ｅ）或者参与者处理效应（ＡＴＴ）：

ＡＴＥ︿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ｙ１ｉ
︿ － ｙ０ｉ

︿ ） （１３）

ＡＴＴ︿ ＝ １
Ｎ１
∑ ｉ：Ｄｉ ＝ １

（ｙｉ － ｙ０ｉ
︿ ） （１４）

式中，Ｎ 为总样本数， Ｎ１ 为实验组样本数， ｙ１ｉ
︿ 与 ｙ０ｉ

︿ 分别为匹配后的实验组与对照组处理结果， ｙｉ 为样本实际

测得的处理结果，∑ ｉ：Ｄｉ ＝ １
表示对实验组样本进行加总。

该方法在政策绩效评估中的运用较为广泛［９， ３８⁃３９］，如徐大伟和李斌［３９］ 利用核匹配法评估了辽东山区生

态补偿财政项目的生态经济效果。 部分学者将匹配法与双重差分法结合以解决双重差分法中存在系统误差

的问题，如北京河北跨流域“稻改旱”项目评估中采用双重差分法的同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去除了项目参

与户与非参与户由于自身差异造成的不同响应的干扰［９］。
３．５　 结构方程法

结构方程法（是一种验证性多元统计分析技术。 一个典型的结构方程包括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两部分；
其中结构模型表征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关系，测量模型表征多个内生变量之间的关系。 结构方程的一般

公式（Ｂｏｌｌｅｎ ＆ Ｎｏｂｌｅ ２０１１）可以表达如下：
结构模型：

η ｊ ＝ αη ＋ ＢηＪ ＋ ΓξＪ ＋ ζＪ （１５）
测量模型：

ｙ ｊ ＝ αｙ ＋ Λｙ η ｊ ＋ τ ｊ （１６）
Ｘ ｊ ＝ αｘ ＋ Λｘ ξ ｊ ＋ δ ｊ （１７）

式中， η ｊ 是潜在内生性变量矢量；Ｂ 是潜在内生性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矩阵； Γ 是潜在外生性变量影响潜在

内生性变量的回归系数矩阵； ξＪ 是第 ｊ 个分析单元的潜在外生性变量矢量； ｙ ｊ 是对应 η ｊ 的一系列测量指标的

矢量； Λｙ 是 η ｊ 对 ｙ ｊ 的回归系数矩阵； Ｘ ｊ 是对应 η ｊ 的一系列测量指标的矢量； Λｘ 是 ξＪ 对 Ｘ ｊ 的回归系数矩阵；
αη 、αｙ、αｘ 是截距矢量； ζＪ 、 τ ｊ 、δ ｊ 是误差项。 当只有结构模型，没有测量模型时，结构方程就退化为路径分析

法（Ｐａ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当没有结构模型，只有一个测量模型时，结构方程就退化为因子分析法（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贝叶斯网络分析法

贝叶斯网络（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又称为信念网络、因果网络或有向无环图模型，由 Ｊｕｄｅａ Ｐｅａｒｌ 于 １９８５
年［４０］提出，是贝叶斯定理的扩展，是一种基于概率推理的图形化网络，可以用于模拟人类推理过程中的因果

关系。 贝叶斯网络的拓扑结构是一个有向无环图。 有向无环图的节点表示随机变量（可以是观测变量，也可

以是潜在变量或未知参数），有因果关系的变量则用单向箭头连接在一起，表示其中一个节点是因，另一个节

点是果，两个节点之间就会产生一个条件概率值。 把一个研究系统中所涉及的随机变量根据因果关系绘制在

一个有向无环图中，就形成了贝叶斯网络，与结构方程获得的路径图（Ｐａｔｈ ｄｉａｇｒａｍ）殊途同归。 只不过贝叶斯

网络是非参数方法而结构方程是参数法。
一个贝叶斯网络 ＢＮ 可以定义为：ＢＮ＝ （Ｇ，θ），其中 Ｇ 是 Ｘ 上联合概率分布的有向非循环图，θ 表示贝叶

斯网络的参数，Ｘ 上的联合概率分布可以定义为：

Ｐ Ｘ１，Ｘ２，…，Ｘｎ( ) ＝ ∏
ｎ

ｉ ＝ １
Ｐ Ｘ ｉ ｜ Ｐａ（Ｘ ｉ）( ) （１８）

图 ４ 是基于结构方程或贝叶斯网络的原理构建的生态保护项目作用效应和机理的广义概念框架。 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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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评估案例中，可能只有一种政策，也可能同时存在多项政策，不同政策之间也可能存在交互效应；可能既有

自然中介因子，又有人类中介因子，也可能只有其中一种。

图 ４　 生态政策作用效应和机理的广义概念框架

Ｆｉｇ．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干扰因子是与模型中因变量和自变量同时相关的外源性的因素。 自然和人类中介因子各自内部和之间

也可能产生影响。 因果效应是对应某一特定的时间段的，不同的时间段上可能产生作用与反作用从而形成反

馈。 为简化示意图，图中未标出反馈路径。
结构方程法和贝叶斯网络分析法都可以相对全面、精确地分析政策的作用效应和作用机理，为政策调控

提供可靠的依据，但它们对于样本的数量要求较高，一般需 １００ 个以上，因果关系越复杂，需要的样本量也越

大。 在生态保护项目绩效分析中这两个方法也有诸多案例，如在分析吴起县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时，
Ｌｉｎ 和 Ｙａｏ 用结构方程法有效识别了政策对农户收入的间接影响，发现退耕还林主要通过转移农户劳动力的

方式间接影响着他们的收入［４１］； Ｓｕｎ 和 Ｍüｌｌｅｒ 用贝叶斯网络分析法探讨了退耕还林对丽江的土地利用和家

庭生计的潜在影响［４２］。 Ｙａｎｇ 等［１１］运用结构方程揭示了退耕还林和退耕还竹两项政策同时实施时对卧龙自

然保护区农户生计活动和社会经济收入的作用效应和机理。

４　 讨论

４．１　 干扰因子

除了评估的项目对评估的效果指标会产生影响，许多其他因子也会影响评估的效果指标或者中介因子，
从而对绩效评估结果造成误差。 这些因子被称为干扰因子，包括地理因子（如海拔、坡度、坡向、湿度）、生态

因子（如初始的植被覆盖率）、人口因子（如人口数、户数、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比例）、社会经济因子（如收

入、城市化程度、社交网络）、以及其他政策等。 以评估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为例，退耕还林

释放了参与农户的劳动力，这些农户除了保留一部分劳动力继续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还可以利用释放出来

的劳动力打工或者开农家乐赚取额外的收入。 这个时候，农业生产、打工和开农家乐都是退耕还林影响农户

家庭收入的中介因子。 户主或者户主配偶的受教育程度或社会关系既可能影响该农户的打工收入，也可能同

时影响其农业收入、农家乐收入或家庭总收入，从而成为评估模型中必须考虑的干扰因子［１１］。 这种情况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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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用中介分析法、匹配法、结构方程法或贝叶斯网络分析法将干扰因子纳入到评估模型。
４．２　 选择误差

生态保护项目设计时本身可能会对实施对象或目标区域等有筛选要求，进而造成实验组与对照组间的选

择误差。 这类干扰比较隐蔽，容易被忽略，因而在评估中尤其要注意。 以评估自然保护区对动植物栖息地的

影响为例，相对于保护区外的区域，保护区往往在被划为保护区之前就具有一些鲜明不同的特征（如植被覆

盖率高、偏远、受人类活动影响小）。 如果评估时直接比较保护区内与保护区外栖息地的变化，可能轻而易举

就得到保护区非常有效地保护了动植物栖息地的结论。 但是，事实可能只是保护区的底子要比保护区外好，
更有利于栖息地的自然恢复，并非建立保护区的政策产生了作用。 再以退牧还草工程为例，被选为退牧还草

实施区域的地方正是因为多年的过度放牧导致草场快速退化。 如果评估时直接比较退牧还草工程区与工程

区外草场恢复的效果，可能工程区外草场恢复的效果更好，进而得出退牧还草工程抑制了草场恢复的结论。
但是，事实可能只是工程区在政策实施前草场质量本来就很差，原本就比工程区外需要更长的时间恢复。 以

上两个例子说明选择误差可能造成评估结果偏高，也可能偏低。 如果忽略选择误差，甚至可能得出完全相反

的错误结论。 因此，当判断可能存在选择误差时，需要在模型中对项目设计时的筛选条件进行控制，以消除选

择误差。
４．３　 空间依赖性

空间依赖性在生态保护项目绩效评估中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空间依赖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是选择合适的空间尺度；二是空间相关性；三是溢出效应。 选择合适的空间尺度比较好理解，因为在不同尺度

上的生态和社会经济效益可能是不同的。 以生态旅游开发政策对自然保护区的经济效益为例，当地农户获得

的经济效益往往非常有限，大部分的收益通常都被旅游开发公司和地方政府攫取了［４３⁃４４］。 因此，在农户尺度

和自然保护区尺度上的经济效益是完全不同的，实际操作中往往需要在多个尺度上评估对不同分析单元的影

响［４５］。 空间相关性的实质是生态系统本身的动态变化呈现空间异质性。 举例来说，离森林越近的地方可能

越容易恢复成森林。 溢出效应则是因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可能跨越所评估系统的边界。 譬如，森林涵养的水

会从上游流到下游，固定的二氧化碳可能来自系统外。 空间相关性和溢出效应的处理比较复杂，需要根据实

际案例和具体情况对评估模型进行修正。 如果已知造成空间相关性和溢出效应的原因，可以在模型中加入相

应的变量（如每个像元到最近森林或河流的距离，每个农户到最近公路的距离）。 如果不知道造成空间相关

性和溢出效应的原因，可以假设不同的空间相关性情景（如几何邻近关系、像元中心点的距离、到最近的 ｋ 个

邻居的距离），构建空间自相关模型［２８， ４６］。
４．４　 污染问题

污染问题也是造成绩效评估误差的一个重要因素。 污染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是除评估政策之外的任何

影响评估效果的政策、事件或其他外部因素。 譬如，在四川大熊猫卧龙自然保护区，除了实施退耕还林工程，
保护区管理局还实施了退耕还竹工程，这两个项目高度相似，势必有显著的交互效应，在开展绩效评估时就需

要同时纳入模型［１１］。 在评估天然林保护工程生态效益时，个别林斑由于公路改造或建旅游基础设施被破坏

了，就需要作为离群值被剔除从而避免造成不可控的非系统性误差。 此外，溢出效应也可能造成污染。 如实

验组产生的溢出效应可能波及对照组，从而影响评估的基准线和评估结果。 在实际评估中，当存在污染问题

时，需尽可能进行排除以获得更准确可靠的政策或工程效应。
４．５　 普适性

生态保护项目绩效评估最大的挑战可能来自于目前缺乏普适性的作用机理理论，这进一步增加了评估误

差的来源。 一方面，生态保护项目的影响是多维度（如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多尺度的（如像元、农户和乡

镇）、甚至跨越多个人与自然耦合系统（如迁徙的鸟类繁殖和越冬的栖息地可能属于相隔千里的不同生态系

统） ［４７］。 另一方面，生态保护项目的作用机理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多条作用路径。 同一个项目在不同的

实施区域，或者不同的项目在同一个实施区域作用的机理都可能不一样。 研究者在开展绩效评估时需要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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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实际情况，反复琢磨和核实是否存在遗漏的中介因子和作用路径，或替代性路径［３， ２８］。
尽管系统而严密的生态保护项目绩效评估存在以上诸多难点，而目前我国的研究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

随着国际上对生态保护项目绩效评估主流化的呼吁［７］，以及我国一系列相关项目的实施，对重大生态保护项

目开展系统的绩效评估已经成为国家与地方的战略需求。 相信未来这一研究方向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理论基

础和技术方法也会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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